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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活动中，作为交互关系的主体，学生与老师、父母或祖父母会分别形成教化关系和养育关系。面对不

同关系的交互对象，学生的归因模式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采用情境故事法，模拟了学生与老师、父母和祖

父母的交互教育情境，然后让被试写出老师、父母或祖父母在该情境中的行为原因。研究者对被试所写的行

为原因进行了编码，如果被试认为是学生的原因则计为内部归因，如果被试认为是老师、父母或祖父母的原

因则计为刺激归因。对编码结果分析后发现，在与父母或祖父母的交互教育活动中，被试有显著的刺激归因

偏差，在与老师的交互教育活动中，被试有显著的内部归因偏差。结果表明，教化关系和养育关系对学生的

归因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归因模式的差异可能是学校教育活动使个体内化社会规范的重要方式。在家

庭教育活动中，则需要引导学生的外归因偏差向积极外归因方向发展，从而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促进

个体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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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孩子只听老师的话，不听家长的话怎么办？”这是中国家庭教育环境中很多父母遇到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这种现象可能与孩子在教育活动中的归因差异有关。由于交互对象的身份差异，导致孩子在相

同或相似的教育活动中产生不同的归因模式，从而接受或拒绝来自交互对象的教育建议。本研究通过对

学生在不同关系交互情境中的归因模式进行研究，发掘其背后潜在的归因差异，为建立合理有效的家校

联合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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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归因

归因（Attribution）即个体对他人或自己行为的解释，个体在生活中无论遇到正性事件还是负性事件，

总会表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归因倾向。研究者按来源或部位常将归因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两种［1］。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境中，个体的行为活动都是有针对性的，尤其在人际交往情境中，个体的行为

活动都伴随着行为对象的参与。因此当某一事件发生时，除了将结果归为内部的个人原因和外部的环境

原因之外，还可归于外部的行为对象［2］。凯利把这种归因于行为对象的心理活动称为刺激归因［1］，内

部归因和刺激归因是主体将思维关注点向内和向外投射的表现，在交互活动当中，个体既可能进行内部

归因，又可能进行刺激归因。

1.2  关系型交互活动中的归因

在教育情境中，作为关系的主体，孩子与父母或祖父母、老师会分别形成养育关系和教化关系而进

行日常交互活动。前人关于关系型交互活动的归因研究大多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如父母或老师），从归

因的特性和维度方面进行讨论。周雪雪等人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易使大学生进行外部归因［3］；张野等

人发现高水平师生关系下初中生倾向将学业成败归为努力这样的内部可控因素，将人际成功看作是内外

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低水平师生关系初中生倾向对学业与人际成败做外部归因［4］。事实上，个体对于

不同交互对象的归因模式不尽相同。本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在同一情境下，面向不同对象进行交互活动时

表现出的归因模式差异。

哪些因素会影响关系型交互活动中个体的归因模式呢？琼斯（Jones）等人发现个体对自己比对他人

越熟悉，就越容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情境归因，对他人行为进行特质归因［5］；董振华发现对陌生人和

熟悉人的行为，青少年分别易进行内归因和外归因［6］，这说明熟悉度会影响归因。胡平等人发现依恋

行为和亲密行为维度均与自我归因显著相关［7］；瓦巴（Wahba）等人发现依恋与归因方式有密切联系［8］；

米库利茨（Mikulincer）发现安全依恋者对其伴侣的行为更易做出仁慈归因［9］。相比老师，人们对血缘

关系更近的亲人更熟悉，因此本研究假设在亲子关系和隔代关系这种基于血缘和养育的交互活动中与在

师生关系这种基于教育培养的教化关系交互活动中的归因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和祖父母常常对孩子采取过度保护和过度干涉的教养模式。这样的教养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孩子独立面对和解决问题的权力，同时也不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培养和自我效

能感的提升。因此孩子在成功完成任务时，会认为自己并不是因为能力强而是因为运气好，而在任务

失败时，常常为了逃避责罚而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任务难度大等外部因素。而在师生关系中，老师通

过奖惩等方式进行鼓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学生自信，使其遇到困难时会更多地从自己的角度反

思问题并思考解决办法，形成向内归因的思维模式。同时，王婷等人发现青少年遵从父母的权威仅仅

是向约定俗成的规则妥协，因为父母的知识经验会有利于事情的进展，所以当负性事件发生时会更倾

向于认为父母的经验出了问题［10］，而在良好的师生关系中，由于建立了明确的奖惩规定，老师相较

之下更具有权威性，因此当负性事件发生时，青少年更倾向于向内部找原因。巴塔尔（Bar-Tal）等人

也发现学生对成败结果的原因知觉更接近老师而不是父母［11］。因此，本研究假设学生会更加遵从老

师的权威，在师生交互情境中更易做出内部归因（归因于自身），在亲子和隔代交互情境中更易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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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归因（归因于父母或祖父母）。

2  方法

2.1  被试

基于方便样本抽取 125 名在校本科生填写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21 份，有效率为 

96.8%，其中男生 46 人，女生 75 人，大一 93 人，大二 21 人，大三 7 人。在正式研究前的预研访谈中，

超过一半被试表示不愿意透露年龄信息，因此在正式研究中只统计了年级信息作为年龄段的参考。被试

在参与研究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完成研究后获得了一份小礼物作为报酬。

2.2  研究材料

在正式研究前，我们通过访谈 26 名大学生，选出亲子关系、隔代关系和师生关系交互情境中易出

现的涉及日常生活、兴趣爱好、学业职业、人际交往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事件，然后与 5 名心理学学生

和 1 名心理学教师评定出 36 道原因填空题，组成归因问卷。

在这 36 题中，父母、祖父母、老师三类主体各占 10 题，其余 6 题不涉及上述主体。问卷中肯定性

情境描述，例如：“陈旭的上班着装得到父母的赞成，请写出父母此举的原因”；否定性情境描述，例如：

“爸妈反对苏茜留长发，请写出爸妈此举的原因”各占一半。

2.3  研究程序

被试收到归因问卷后，阅读首页的问卷简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被试阅读每一段互动情境并

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尽可能多地写出能想到的所有理由，时间不限。对父母、祖父母和老师三类交互

主体出现的顺序做了预随机处理，确保相邻两段情境的主体不同。写完所有归因问题后，被试填写了基

本人口学问卷。最后，由主试回答其关心的所有疑问并赠送小礼物致谢。

归因问卷回收后，交由另一名主试，使用贴纸将所有题目进行掩盖，确保编码人员在对被试的回答

进行编码时无法看到题目信息。编码人员对答卷中的亲子、隔代、师生三种交互活动中的主体性归因（被

试进行归因时思维关注点在父母、祖父母或老师身上）和客体性归因（被试进行归因时思维关注点在子

辈、孙辈或学生身上）的数量进行统计。假如第 1 题被试进行了 2 次主体性归因，1 次客体性归因，则

赋分为“2、1”。对于含义模糊或无法确定归因对象的情形做出标记，后续与心理学专业教师进行协商，

仍无法确认归因对象的均不计分。因为编码工作本身较为简单，本研究只有 1 位编码者，另一个专业教

师只对不确定的情形进行确认。

3  结果

被试在三种交互关系（师生、亲子和隔代）与两种交互类型（肯定、否定）下的平均归因次数如

图 1 所示，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每种关系下归因模式的差别，以下将对每种交互关系下的平均归因次数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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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试的平均归因次数，误差线为±1标准误

Figure 1  The average attribution times of subjects, with the error line of ± 1 standard error

3.1  师生交互关系中的归因偏差

以归因对象（教师或学生）、交互类型（肯定或否定）为被试内变量进行组内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归因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1，120）=51.42，p<0.001，η p
2=0.300，被试总体上归因于学生的次数高于

归因于教师的次数；交互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20）=5.54，p=0.020，η p
2=0.044，否定交互时的

平均归因次数高于肯定交互时的平均归因次数。二者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120）=0.60，p=0.440，

η p
2=0.005。这说明，在师生交互关系活动中，被试存在显著的内部归因偏差，并且不受交互类型的影响。

3.2  亲子交互关系中的归因偏差

以归因对象（父母或子女）、交互类型（肯定或否定）为组内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归因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1，120）=10.81，p=0.001，η p
2=0.083，被试总体上归因于父母的次数高

于归因于子女的次数；交互类型的主效应也显著，F（1，120）=11.86，p=0.001，η p
2=0.090，否定交

互时的平均归因次数高于肯定交互时的平均归因次数。二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120）=3.50，

p=0.064，η p
2=0.02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无论是在肯定交互（F（1，120）=4.21，p=0.042，

η p
2=0.034）还是在否定交互（F（1，120）=13.86，p<0.001，η p

2=0.104）中，被试归因于父母的次

数都高于归因于子女的次数；当归因于父母时，否定交互时的归因次数高于肯定交互时归因次数， 

F（1，120）=8.78，p=0.004，η p
2=0.068，当归因于子女时，肯定交互与否定交互时的归因次数无显著差异，

F（1，120）=0.31，p=0.578，η p
2=0.003。这说明，在亲子交互关系活动中，被试存在显著的刺激归因偏差，

特别是在亲子否定交互活动中，刺激归因偏差程度更大。

3.3  隔代交互关系中的归因偏差

以归因对象（祖父母或孙子女）、交互类型（肯定或否定）为组内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归因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1，120）=22.00，p<0.001，η p
2=0.155，被试总体上归因于祖父母的次数高

于归因于孙子女的次数；交互类型的主效应也显著，F（1，120）=275.11，p<0.001，η p
2=0.696，否定



教化关系与养育关系交互活动中的归因偏差2022 年 8 月
第 4 卷第 8 期 ·85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408103

交互时的平均归因次数高于肯定交互时的平均归因次数。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120）=5.12，

p=0.025，η p
2=0.04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无论是在肯定交互（F（1，120）=11.54，p=0.001，

η p
2=0.088）还是在否定交互（F（1，120）=19.94，p<0.001，η p

2=0.142）中，被试归因于祖父母的次

数都高于归因于孙子女的次数；当归因于祖父母时，否定交互时的归因次数高于肯定交互时归因次数， 

F（1，120）=79.18，p<0.001，η p
2=0.398，当归因于孙子女时，也是否定交互时比肯定交互时的归因次数更多，

F（1，120）=23.94，p<0.001，η p
2=0.166。这说明，在隔代交互关系活动中，被试存在显著的刺激归因偏差，

无论在肯定交互还是否定交互活动中，这种刺激归因偏差均存在，并且在否定交互活动中更大。

3.4  三种交互关系中归因偏差的对比

首先，将被试的刺激归因次数（归因于教师、父母或祖父母）减去内部归因次数（归因于学生、子

女或孙子女），作为被试的归因偏差指标。将该归因偏差指标与 0 比较后发现，在师生关系交互活动中，

被 试 无 论 在 肯 定 交 互（t（120）=-6.27，p<0.001，Cohen’s d=-0.57） 还 是 在 否 定 交 互（t（120）=-6.06，

p<0.001，Cohen’s d=-0.55）中，均有显著的内部归因偏差，即倾向于归因给学生。在亲子关系交互活动中，

被试无论在肯定交互（t（120）=2.05，p=0.042，Cohen’s d=0.19）还是在否定交互（t（120）=3.72，p<0.001， 

Cohen’s d=0.34）中，均有显著的刺激归因偏差，即倾向于归因给父母。在隔代关系交互活动中，被试

无 论 在 肯 定 交 互（t（120）=3.40，p<0.001，Cohen’s d=0.31） 还 是 在 否 定 交 互（t（120）=4.47，p<0.001， 

Cohen’s d=0.41）中，均有显著的刺激归因偏差，即倾向于归因给祖父母。这些结果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

为了进一步对比三种交互关系中的归因偏差，以三种交互关系（师生、亲子和隔代）、两种交互类型（肯

定或否定交互）为组内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交互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2，240）=102.08，

p<0.001，η p
2=0.460，简单比较发现，被试在亲子关系和隔代关系交互活动中的归因偏差无显著差异，

p=0.226，在师生关系比亲子关系（p<0.001）和隔代关系（p<0.001）中，被试均有更为显著的内部归因偏差。

交互类型的主效应也显著，F（1，120）=6.64，p=0.011，η p
2=0.052，在否定交互活动中比在肯定交互活动

中，被试有显著更强的刺激归因偏差倾向。三种交互关系与两种交互类型之间无显著交互作用，p>0.05。

4  讨论

在亲子交互、隔代交互和师生交互三种关系型交互活动中，被试在亲子交互和隔代交互中均倾向归

因于父辈或祖辈，在师生交互中均倾向归因于自身。这反映出对基于血缘关系和基于教化关系中的归因

差异性，血缘关系中显著的外归因特点说明依恋的情感联系会影响到归因，这与胡平等人研究发现的依

恋行为维度与自我归因显著相关，亲密行为维度也与自我归因显著相关［7］的结论，和瓦巴等人研究发

现的依恋与归因方式具有密切联系［8］的结论，以及米库利茨研究发现的相比于不安全依恋者，安全依

恋者对其伴侣的行为更易做出仁慈归因［9］的结论一致。

琼斯等人曾发现个体熟悉和了解自己比熟悉和了解他人更多，越了解自己就越容易对自己的行为进

行情境归因，而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个人特质归因［5］。董振华曾发现，对陌生人行为和熟悉人行为，儿

童青少年分别更易进行内归因和外归因［6］。而本研究中发现的血缘关系中显著的外归因特点差异于教

化关系，可能是因为个体对与自己血缘关系较近的亲人更加熟悉和了解，所以出现了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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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关系中显著的内归因特点说明老师相比于父母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与王婷等人发现的青少

年遵从父母的权威，是因为既定的规则，所以有时老师比父母更有权威［10］的结论和巴塔尔等人曾发现

的对成败结果的原因知觉，学生会更接近老师，而不是父母［11］的结论一致，所以在师生交互中，大部

分学生会更加尊重老师的权威，认为老师是正确的，而从自身方面找原因，归因时不自觉地将思维关注

点放在自己身上。对于在亲子交互与隔代交互情境中均倾向归因于父辈或祖辈（即均倾向进行刺激归因），

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关系交互活动都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养育性交互活动，二者无显著区别。

本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使用归因问卷的方式，揭示了师生交互、亲子交互和隔代交互中，学生的

归因偏差特点。特别是，本研究发现基于血缘的养育关系，与基于教化的师生关系，学生的归因模式完

全不同，前者更倾向于刺激归因，而后者更倾向于内部归因。这一研究证据，既验证了“孩子只听老师话，

不听家长话”的生活经验，也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差异化功能定位提供了依据。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研究没有考虑到不良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隔代关系等

特例。当关系不良时，人们的归因模式也可能完全不同。与此同时，也没有考虑交互双方的性别、年龄

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对交互双方的人口学因素、依恋关系模式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其次，

本研究中的参与者主要是大学本科在读学生，本研究中反映出来的归因模式可能反应的是一种社会期待，

而对于小学生、中学生而言，其归因模式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未来研究还可以继续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在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隔代关系交互活动中的归因模式进行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在基于血缘关系和教化关系中的归因模式存在差异，血缘关系中显著的外归因或刺激归因特点说

明依恋的情感联系，教化关系中显著的内归因特点说明老师的身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鼓励或批评教育

具有内化趋势而实现教化的功能。这启示我们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上应当进行差异化功能定位，在家

庭教育中给予学生更多关怀，在学校教育中给予学生更多正确的知识和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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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ribution Bias in the Interacting Activities among 
Educating and Nurturing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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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s the subject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 students and teachers,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ill respectively form the relationship of educating and nurturing. In the face of different 
interaction objects, students’ attributional patterns may be different. In this study, the situational story 
method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interactive education situ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nd then subjects were asked to write down the reasons for the behavior of teachers,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in the situation. The researchers coded the reasons for the behavior written by 
the participants, and counted them as internal attributions if they thought it was due to the students, 
and as external attributions if they thought it was due to the teachers,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After 
analyzing the coding resul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ubjects had significant external attribution bias in the 
interactive education activities with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and significant internal attribution 
bias in the interactive education activities with their teach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ducating and 
nurturing relationship typ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attribution patterns, and the difference 
in attribution patterns may be an important way for 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make individuals 
internalize social norms.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activ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deviation of 
students’ external attribution to the direction of positive external attribution, so as to create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atmosphere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individuals.
Key words: Attribution bias; Relational interaction; Educating relationship; Nurturing relationship


